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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王府与民间演剧的交融互动*

——以车王府曲本为中心

毛   劼

（故宫博物院，北京    100009）

[摘 要] 清代宗室亲藩在宫廷戏曲的观演中扮演了多种角色，其不仅于宫廷筵宴之上欣赏演剧，

还参与到宫廷戏曲编写、演剧机构管理、寺庙献戏承应等多个环节中。王府收藏戏本、经营家

班，王公子弟甚至亲自粉墨登场，是推动民间戏曲繁荣发展的重要阵地，亦是联结宫廷与民间

演剧文化的纽带。考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嘉庆末年至光绪历年王大臣入宫听戏的名单

档案，可以发现车登巴咱尔亲王祖孙三代常年于上元及万寿节期间入宫听戏，几乎未曾中断。车

王府收藏的大量曲本既受到宫廷演剧的影响，又反映了民间演剧的面貌，为研究宫廷与民间戏

曲的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比较车王府曲本与清宫戏本中重合的剧目，结合宫廷承应戏的符

号性和标志性特征，以及昇平署档案所记载的剧目、演员等信息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在流传上

既有自传奇杂剧中析出、经内府改编后传入民间的节庆戏，又有从民间传入宫中的开场吉祥戏，

构成了宫廷与民间演剧互相影响的双向传播路径。从宫廷、王府到民间，同样的戏目在不同的

场合上演，尽管观看者的身份不同，但基于相同的节令与民俗、一致的情感与趣味，在彼此的交

融互动中共同造就了清代戏曲艺术的繁荣。通过对车王府曲本的研究，我们发现，戏曲承载着

不同群体共同的文化情感，凝聚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具有

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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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戏曲演出空前繁盛，与蓬勃发展

的民间演剧相互呼应，共同推动了戏曲艺术的

发展。其中宗室亲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清宫

王府戏曲观演文化探究》[1]一文指出王府是宫

廷观演文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民间观演风尚的引

领者。深入挖掘清代王府的戏剧活动，爬梳清

宫档案与史料，可以发现宗室亲藩以多重身份

参与着宫廷戏曲的观演。在众多清代王府中，车

王作为一个重要的代表，其收藏的曲本是研究

清代戏曲史的宝贵资料。学界对于车王府曲本

的购藏、来源、整理、文本分析等都有了充分的

研究，但对其与清宫戏本之间的关系尚未有足

够的重视。将这一批曲本与清宫戏本比较，可以

了解同一剧目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群体戏曲

清代宫廷、王府与民间演剧的交融互动

观演的互动交融。本文以车王府曲本为中心，结

合宫廷仪典演剧，通过对相同剧目的比较分析，

探究宫廷与民间戏曲相互交融的传播路径，及

其对清代戏曲艺术发展的影响。

一、宗室亲藩在宫廷戏曲观演中
的多重身份

清宫每遇 重 大节庆，都 要设 筵宴招待 宗

亲、外藩与廷臣。筵宴之上，戏曲演出是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宴与戏共同构成隆重的仪

典。宗室亲藩出席筵宴，是接触宫廷演剧最直

接的机会。不同的节令与庆典形成了固定的戏

目，如元旦承应宴戏《膺受多福 万福攸同》，上

元承应宴戏《景星协庆 灯月交辉》《柳营会饮 

玉马归朝》《海不扬波 太平王会》，除夕承应宴

戏《金廷奏事 锡福通明》，万寿节承应宴戏《青

牛独驾 环中九九》等。演出时亦遵循着筵宴进

茶果酒馔的仪程，王公大臣行三跪九叩礼并观

赏宴戏。

上元及万寿节期间，还要在圆明园同乐园

三层大戏楼举行更大规模的观戏活动。《养吉

斋丛录》卷十三载：“乾隆间，年例自正月十三

日起，在园酬节。宗室王公及外藩、蒙古王公、

台吉、额驸、属国陪臣，俱命入座赐食听戏。又

万寿庆节前后数日，亦于此演剧。正屋凡五间，

圣驾临莅，主位亦从观焉。诸臣命听戏者，先数

日由奏事处以名单奏请，皇子及内廷王公、大学

士、尚书、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南

书房供奉翰林皆与。例坐于东西厢，某某同屋一

间，亦先期指定。皆赐茶酒果物。”吴振棫还特

别提到宫中的戏台形制、演出剧目等，其盛大奢

华均为民间所未有：“特声容之美盛，器服之繁

丽，则钧天广乐，固非人世间所得见闻。”[2](P152-153)

同乐园上演的剧目较筵宴之上更为丰富，除排

场恢弘的节令承应戏外，还有折子戏、连台本

戏、玩笑戏及杂技等，宗室亲藩分坐同乐园东

西两厢享受这一盛宴。

筵宴演剧兼具仪式性与娱乐性，承担着笼

络宗亲、怀柔外藩的重要政治功能，皇帝对于

筵宴演剧的筹备工作也十分重视，如乾隆十一

年（1746）八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别举行王

公宗室筵宴与满汉大臣筵宴，乾隆帝对戏台的

搭建陈设、列席者的位次等亲自做出安排：

谕：本月二十七日，在丰泽园崇雅殿，赐王

公宗室筵宴。尔等先期预备。崇雅殿现在所有

陈设、地平、屏风移开，摘去窗扇，安设大地平，

御座后悬挂软帘。两廊下设乐。殿内两旁，俱设

高桌椅座，东西两厢亦设高桌。院内张二丈四尺

行台演剧。再殿内有履亲王、庄亲王、慎郡王、

诚亲王，皆朕叔辈，俱于地平上设高桌，较朕御

座稍低。此日王公宗室，在朕前长幼列坐，俱行

家人礼。（乾隆十一年八月丁亥）[3]

这种临时搭建的戏台被称为行台，这一灵

活的戏台搭建方式后来也为王府演剧所吸收。

除筵宴观戏外，王公寿辰亦有机会得到入

宫看戏的赏赐。道光五年（1825）七月十五日中

元节，恰逢仪亲王永璇八十生辰，这一日仪亲王

入圆明园同乐园赏饭看戏。据道光五年《恩赏日

记档》载：

五月十七日，此日禄喜面奉谕旨，七月十五

日是仪亲王八十生辰，同乐园赏早饭吃。着外学

伺候寿戏一出，开场要三刻长。此出戏毕，万岁

爷前头办事，站住戏，办事毕，驾幸同乐园，仍

开场承应戏。钦此。

六月二十日，祥庆传旨，《添筹纪盛》话白内

“实乃熙朝人瑞”，上改“熙朝上瑞”。

七月十五日，寅正进门。同乐园早膳，卯初

二刻十分开戏。赏仪亲王戏听，伺候《添筹纪

盛》（一分 外学），戏毕仪亲王出去。卯正一刻

万岁爷前头办事，辰初三刻十分，驾还同乐园，

承应。未正十分戏毕。

又奉旨，俟后有王公大臣听戏之日不准承

应侉戏。[4](P174-176)

这一年五月份，道光帝即已传旨安排仪亲

王八十寿辰当天看戏事宜，演出剧目为《添筹

纪盛》，六月还亲自对剧中曲白进行修改，可

惜《添筹纪盛》戏本今不传，无法知晓戏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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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值得注意的是，七月十五日当天，道光帝谕

旨有王公大臣听戏的日子不许承应侉戏。所谓

“侉戏”，即昆弋之外新兴流行的乱弹戏，当时

虽已传入宫中，但尚不能登大雅之堂，可见彼

时对王公大臣的观戏内容有着一定的限制。就

亲王祝寿的演出剧目来看，据《故宫博物院藏

清宫戏本研究》介绍，清宫的亲王祝寿承应剧

目包括《升平集庆》《蟠桃上寿》《五福五代》

《三代》《缑山控鹤》《五代登荣》《仙子效灵》

《双福寿》《河清海宴》《群仙庆贺》《天源福

辏》《遣仙布福》等。[5]( P 98)亲王祝寿的剧目还

可与皇帝万寿剧目相通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善本《九九大庆》中，《升平集庆颂尧年》有念

白“今者喜逢皇侄定亲王七十寿辰”，《五福五

代庆云仍》中将念白“万寿”改为“为定亲王

寿”，[6](P426)可见演出时只需将颂词中的人物对

象更改即可。

宗亲家眷亦有机会一睹宫廷演剧的风采，

如道光三年（1823）五月十七日皇后千秋，惇亲

王、瑞亲王二位福晋入宴听戏，当日在同乐园

承应《莲池应瑞》《宝鉴大光明》《寿益千春》

《百福骈臻》《福缘善庆》等戏目[7](P579)。内府戏

班有时还会走出宫廷，于王公府中演剧，宗室子

女举行婚礼时，内务府派遣南府伶人前去演戏

庆贺，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一月初四日派

遣内二学到公主府承应差事。[4](P104)戏曲演出作

为联系皇室与宗亲的重要纽带，在实现其政治

目的同时，也促进了宫廷演剧文化在王府与民间

的传播。

清代王公宗亲不仅是宫廷戏曲的观众，还

深入参与到宫廷戏曲的创作之中。礼亲王昭梿

在《啸亭续录》中记载了宫廷戏曲中《月令承

应》《法宫雅奏》《九九大庆》等诸多类型，至

今仍是研究宫廷戏曲分类的重要材料依据，其

中还记述有庄亲王允禄编戏之事：“其后又命

庄恪亲王谱蜀、汉《三国志》典故，谓之《鼎峙

春秋》。”[8](P377)庄亲王允禄与张照等文士词臣

编写了大批节令戏与连台本戏，如《劝善金科》

《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图》等鸿篇

巨制，对此后的宫廷与民间戏曲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在宫廷演剧用乐的规范制定中，庄亲王允

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允禄于雍正时期总理内

务府事务，乾隆即位时为辅政大臣，并统领乐

部。其先后奉康熙与乾隆敕旨编写《律吕正义》

及《律吕正义续编》，组织乐工编纂《新定九宫

大成南北词宫谱》。据《清史稿·乐志》载：“高

宗即位，锐意制作，庄亲王允禄自圣祖时监修律

算三书，至是仍典乐事。乾隆六年，殿陛奏《中

和韶乐》，帝觉音律节奏与乐章不协，因命和亲

王弘昼同允禄奏试，允禄因言：‘明代旧制，乐

章以五、六、七字为句，而音律之节奏随之，乐

章音律俱八句，故长短相协。今殿陛乐若定以

四字为句，则与坛庙无殊，惟乐章更定，大典攸

关，谓宜会同大学士、礼部将乐章十二成详议，

令翰林改拟进览。’”[9]可见允禄对乐律颇为精

通，其主持编纂的曲谱充分显示出皇家特色，该

书不仅汇集了唐宋歌舞大曲、宋代南戏、金元

说唱、诸宫调、元明清戏曲等诸多材料，更收录

有《月令承应》《法宫雅奏》《九九大庆》《劝

善金科》等清宫戏曲，同时将宫廷戏曲列作同

一曲牌的首位，以明确体制规范，一方面显示了

编纂者对清宫戏曲的熟悉，另一方面也凸显出

宫廷戏曲的重要地位。

宗室亲藩对宫廷演剧的参与从编创延伸到

演出层面，王府戏班曾与宫廷演剧机构共同承

担宫廷祭祀仪典演剧的职责，按例每年四月初

八日浴佛节，在永宁寺、弘仁寺献戏。据内务府

档案记载，雍正时怡亲王允祥的戏班同南府共

同承应献戏：“查得永宁寺、弘仁寺每年四月初

八日献戏一日，如遇皇上在圆明园，永宁寺系南

府学生承应，弘仁寺系怡亲王之戏承应。皇上

在宫内，弘仁寺系南府学生承应，永宁寺系怡亲

王之戏承应。”①浴佛节当日，怡亲王戏班与南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呈为怡亲王等分别承应永宁弘仁两寺演戏事单．档号：05-0233-051。

府学生根据皇帝的驻跸地点各司其职，而怡亲

王戏班能够胜任献戏的任务，也说明其戏班对

于祭祀仪典类戏目的谙习。

随着宫廷与王府演剧活动交流的频繁与

深入，二者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与冲

突，至道光时出现了太监伶人与亲王私交事件。

清宫太监逃跑并不鲜见，但道光七年（1827）太

监苑长清出逃藏匿的地点却不一般。道光七年

九月份，苑长清被发现藏匿于惇亲王府内，此时

距离道光六年（1826）十二月苑长清出逃已过去

了大半年。经过对昇平署太监张明德、苑长清家

人以及惇亲王府太监的严加审问才查明真相，

昇平署太监张明德的兄弟张永贵在惇亲王府当

差，将苑长清引诱至惇亲王府。令道光帝大为震

怒的是，惇亲王绵恺不但藏匿昇平署太监，在

听到苑长清被发现的风声后，还帮助其乔装逃

走。道光帝因此下令宗人府严加议处，最终将

太监张明德发往黑龙江，赏给官员为奴，到戍加

枷号两个月。苑长清发往打牲乌拉，赏给官员为

奴，到戍加枷号一个月。昇平署总管禄喜罚月银

三个月，本管首领各罚月银六个月。而惇亲王绵

恺则被退出内廷行走，革去一切差事，并降为郡

王，收回亲王金册金宝，后于道光八年（1828）

恢复亲王爵位。道光帝在奏折中批语道：“惇亲

王绵恺明知在内当差之太监苑长清，诱令逃走

私留在府，迨经发觉，仍复设法隐匿狎比匪人，

不自检束。”①昇平署档案里也记录了道光帝的

不悦与处理时的棘手：

禄喜面奉谕旨，前者召见惇亲王，朕言，昇

平署无非与茶膳房一体之差，并不很为奇特，惇

亲王倚以等之人为奇。况罕阿玛传的透彻，嘴都

说干了，竟不中用。再者，并不是里边短此二人

唱戏，俟大内之人都照此样，成何事体？其张明

德罪过应发，其苑长清亦必须发。若不发苑长

清好象朕与惇亲王争此太监似的。往后着总管

禄喜该奏的奏，该见包衣昂邦的见包衣昂邦，该

管的管，总别空口说白话，那是不中用的。朕亦

不能给你分晰（析）何事该奏，何事该管，何事

该见包衣昂邦，伊看事体办理。总言往后要认真

管事。钦此。[4](P190)

可见由于牵涉亲王的关系，昇平署总管禄

喜在处理此次特殊事件时也有颇多忌讳和为

难，而道光帝也担心遭受同王府争夺太监伶人

的非议。就在道光七年的二月份，南府被裁撤，

改为昇平署，并遣散外学伶人，对宫廷演剧人

员严加管理，或许是对太监伶人与外界联系过

密的一种回应。宫中技艺出色的伶人得到亲王

的青睐和追捧，这种人员的流动体现出宫廷与

王府演剧之间愈加密切的关系。

在炽热的观剧氛围中，王府多蓄养戏班、操

办堂会，以满足娱乐与社交需求。王公贵族子弟

痴迷于戏曲，与名伶交往甚密，甚至亲自粉墨登

场，竟组成“贵胄班”专致于演戏，以致有“常

有不识字，无有不识戏者”[10](P792)云云。据《道

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早年王公府第，多自养

高腔班或昆腔班，有喜寿事，自在邸中演戏。他

府有喜寿事，亦可借用。”[11]( P11)《道咸以来梨

园系年小录》亦云：“时王公大臣不得入戏馆听

戏，故王府巨第多自养戏班以相娱乐，除在邸中

演唱而外，有时亦在外间戏馆演出。王卒后，戏

班停止，其伶人散归故乡，传授子弟与本地梆子班

相混合，此高阳土班能演昆弋所由来也。”[12](P59-60)

王府戏班不仅用于自娱和酬宾，还可以在外进

行商业演出，亦有职业戏班投靠于王府门下，演

员的流动大大促进了王府与民间演剧的融合，

也推动了民间戏曲演出的发展。至清晚期，民

间流行的乱弹戏成为宫廷氍毹之上的主角，宫

廷、王府、民间演剧的边界逐渐模糊，王府于其

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总的来说，借由筵宴与庆典演剧等形式，戏

曲演出从宫廷仪典渗透到宗亲生活之中，跨越

了宫闱的界限。王府一方面受到宫廷戏曲文化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拿获逃走太监苑长青究出藏匿在惇亲王府内情形请将惇亲王绵恺交宗人府严加议处

事．档号：04-01-14-005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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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参与到宫廷戏曲编写、演剧

机构管理、寺庙献戏承应等多个环节中。从观

看者到创作者、组织者、扮演者，宗室亲藩在清

代戏曲发展历程中留下了多重身份，推动着宫

廷与民间演剧的交流与融合。

二、车王世系入宫看戏及其曲本
收藏

在热衷于戏曲观演活动的众多清代宗室

亲藩中，车王世系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代表和缩

影。其收藏的曲本被王季思誉为“安阳甲骨、敦

煌文书之后又一重大发现”[13](P3)。这一批曲本

于1925年由北京孔德学校教务长马廉以50元的

价格收购于琉璃厂书肆，后经顾颉刚整理编辑

《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

类目录》，1926年至1927年分两批刊于《孔德月

刊》。顾颉刚在《车王府剧曲》一文中回忆说：

“推想清道咸或咸同间，蒙古有一车王爱听剧

曲，因大量搜集脚本，储藏府中，此一车王亦未

稔为谁，或是外蒙车臣图汗之某一王。外蒙革

命后，废黜王公，其北京府人员无法维持其生

活，遂将什物、图书尽行变卖。”[14](P11)那么这位

车王是否曾入宫看戏，其曲本收藏与宫廷演剧

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关于车王的身份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曾有

蒙古车臣汗王、土谢图汗部车林巴布、赛因诺

颜部车布登扎布以及车登巴咱尔等多种说法。

目前学界较为认同的是扎萨克和硕亲王车登巴

咱尔。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曲本购入当年北京

大学研究所发布《写本戏曲鼓儿词的收藏》一

文记录道：“本年秋，有个车王府（蒙古王）里卖

出大批剧本，都是手写本，这些是三十多年前

的东西，内中有些已与现行的不同了。”[15](P24)车

王府藏曲本从时间上看集中于嘉庆、道光、咸

丰、同治时期，这与生活于嘉庆至咸丰年间的车

登巴咱尔较为一致，同时也包含了车登巴咱尔之

子达尔玛及孙那彦图的收藏。其二，车登巴咱

尔之孙那彦图的那王府破落的时间，与车王府

藏曲本的流散时间相吻合，那彦图因经济困难

于1924年将王府抵押借款，府内物品也随之典

卖，其中可能就包括这一批曲本。不论是从收藏

时间还是从流散时间看，车王为车登巴咱尔一

说相较于其他几种说法更为可信。①[16]

车登巴咱尔属清代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

部，成吉思汗直系子孙。其先祖策稜幼时曾于

内廷教养，康熙四十五年（1696）授和硕额驸，

因军功卓著于雍正十年获封“超勇”王号，死后

配享太庙。《养吉斋丛录》卷八云：“蒙古亲藩

未有配享者，高宗以额驸策稜，名藩尚主，晋爵

亲王，殄靖准夷，功在王室，为两朝勋旧。特命

侑食庙廷，令众蒙古国家崇奖贤劳，中外一体之

意。”[2](P77)此后经子成衮扎布、孙拉旺多尔济、

曾孙巴彦济尔噶勒，历代袭封至车登巴咱尔已

至第五代。车登巴咱尔有子达尔玛、孙那彦图，

多与宗室通婚，地位显赫。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清代王公亲藩常于宫

中入宴听戏，作为扎萨克亲王，车登巴咱尔一族

身份显贵，亦不例外。车登巴咱尔的曾祖成衮

扎布、祖父拉旺多尔济曾一同参加宗亲宴。《养

吉斋丛录》卷十五载：“乾隆间，有扎萨克而

兼一二品官职者，亦与廷臣宴。又宗亲宴，间有

命异姓王公与列者。如乾隆庚寅之超勇亲王成

衮扎布、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拉旺多尔济是

也。”[2](P168)自乾隆时期始，车王一支便拥有皇家

筵宴的席位，直到光绪年间，几乎未曾中断。

按例清宫筵宴前，奏事处需提前安排王公

大臣的座次，拟定名单呈皇帝御览。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嘉庆末年至光绪历年王大臣

入宫听戏的名单档案中，车登巴咱尔及其祖父

拉旺多尔济、子达尔玛、孙那彦图均在列。嘉庆

二十年（1815）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车登巴

①关于车登巴咱尔的家族谱系，详见刘烈茂．车王府曲本[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郭精锐．车王府曲本与

京剧的形成[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

咱尔的祖父拉旺多尔济入同乐园听戏，并获赐

小盒子。①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车登巴咱

尔首次出现在名单中，是在道光六年（1826）的

万寿筵宴：“八月初八日，由内阁抄出，本月初三

日奏准，初十日十二日十四日东楼门同乐园听戏

王大臣……西边照料，玛呢巴达拉、车登巴咱

尔、僧格林沁、济克默特，一间。”②此后二十余

年的同乐园赐赏戏，车登巴咱尔鲜有缺席③，其

座位一般在西边厢房，与蒙古亲王、活佛等坐在

一间，是为惯例。道光十六年（1836）的档案中，

或因前期遗漏，曾在增补名单中为车登巴咱尔

安排座次：“八月初三日奏事处传，初八初十日

进同乐园听戏，西边添派车登巴咱尔在济克默

特之前。”④座次的前后也体现出宗亲的地位高

低与亲疏关系。

车登巴咱尔的子孙袭亲王爵后仍然延续着

这一惯例，唯因圆明园被毁，筵宴演剧多改在

宁寿宫阅是楼、颐和园颐乐殿等地举行。同治

五年（1866）至同治十二年（1873），均有车登巴

咱尔之子达尔玛入宫看戏的记录。自光绪十年

（1884）始，入宫赐宴赏戏的殊荣传递给车登巴

咱尔之孙那彦图。那彦图为庆亲王亦劻之婿，

观戏时亦与亦劻坐在同一间，直至光绪三十四

年（1908），每年都未缺席。如此频繁地入宫看

戏，加之民间演戏风尚之盛，祖孙三代热衷于曲

本的收藏便不难理解了。

从时间上看，车王入宫看戏的时间主要集

中在道光年间的正月上元节与八月皇帝万寿

节期间，有的年份在十月皇太后万寿节期间也

被召入宫中看戏，如道光二十年（1840）的十月

初九、初十日。道光朝是清代宫廷演剧的变革

时期，道光七年（1827）改南府为昇平署，削减

演剧机构人员，排场规模也相应缩小，连重要

的三大节之一的万寿承应也没有延续原有的规

格。据道光七年《恩赏日记档》载，“三月十五

日，祥庆传旨，皇太后正圣寿原系承应五天戏，

今改承应三天，常年圣寿原系承应三天戏，今

改承应两天戏。”“皇太后圣寿、万岁爷万寿

俱不必唱大戏，人亦不够，开团场要寿戏，其

中间唱小戏轴子。”[17 ] ( P1119-112 0)此前的道光三

年（1823）万寿节，于八月初八日、初十日、十二

日在同乐园连演三日戏，剧目为头、二、三本的

《九九大庆》。削减万寿戏承应的旨意发布后，

道光七年只在八月初八日和初十日这两天安排

万寿承应戏，演出的剧目也相应地变化。所演内

容不再局限于万寿大戏《九九大庆》，其中既有

开团场的节令戏，也有昆弋折子戏、轴子戏和玩

笑戏，还有目连戏等连台本戏的选出。以道光七

年（1827）和道光八年（1828）为例，如道光七年

《恩赏旨意承应档》所载：

八月初八日 同乐园承应

《七曜会 五云龙》《花鼓》《时迁偷鸡》

《罗卜济贫》《盗甲》《探亲相骂》《十面》《打

虎》《青石山》（六出）《三挡》《万年甲子》

八月初十日 同乐园承应

《福禄寿》《十字坡》《飞虎山》（八出）

《打番》《太平有象 万寿无疆》[17](P1217-1220)

又如道光八年《恩赏日记档》载：

八月初七日 寅正进门 大祭台 戏毕念佛

卯正一刻，正大光明筵宴凯旋将军等，中和

乐伺候中和韶乐

请皇太后同乐园承应戏（辰初一刻开戏，未

初二刻戏毕）

《八佾舞虞庭》《锦绣图》（四出）《太平王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二十年正月十四五六日同乐园听戏人员坐次名单及赏小盒子名单．档号：05-13-002-

000562-0003。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道光六年八月初十十二十四日进东楼门同乐园听戏王大臣职名及位次清单．档号：05-13-

002-000611-0024。

③据笔者统计，仅道光七年(1827)、道光二十三年(1843)、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相关名单档案中未出现车登巴

咱尔。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为进同乐园听戏西边添派车登巴咱尔在济克默特之前事等．档号：05-13-002-000149-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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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十二出）

八月初十日 卯初进门

正大光明受贺，伺候中和韶乐

奉三无私，皇后等位行礼伺候中和韶乐

同乐园早膳承应戏（卯初二刻十分开戏，

巳正三刻戏毕）

《福禄寿》《纯阳祝国》《勾芒展敬》《山

灵瑞应》《士林歌舞社》《喜洽祥和》《四海升平》

《三元百福》《太平有象 万寿无疆》[17](P1347-1353)

可见宗室亲藩在宫中看到的剧目是非常丰

富的，这与道光帝看戏的口味也有一定的关系。

尽管宫廷演剧规模有所收缩，但道光帝看戏的

频率并未减少，在万寿节当天，有时要看四场戏

之多，可以说一天都是在看戏中度过的。除筵宴

观戏外，道光帝常分付伶人在寝宫演出不那么

正式的“帽儿排”，剧目多是一些诙谐小戏。道

光朝宫中演剧剧目的变化，实际上是受到民间

演剧影响的结果，一些较为通俗的民间小戏也

颇得道光帝的欢心，更加频繁地演于宫廷的氍

毹之上。庆典演剧也遵循这一变化，不再受到

严格的限制，形成了仪典戏与观赏戏并存的局

面。在花雅之争的大背景下，宫廷对民间小戏的

接受犹如一个信号，消除了其传播上的阻碍，对

于车王的曲本收藏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车王府曲本收藏广泛、数量巨大，包括戏

曲、弹词、鼓词、子弟书、杂曲等数千册。其中

戏曲方面，从形制上看，既有折子戏，也有篇幅

较长的轴子、连台本戏。从声腔上看，涵盖昆

曲、京剧、高腔、秦腔及其他多种地方声腔。从

题材上看，历史、婚恋、神魔、玩笑戏等无所不

包。可见车王府曲本的收藏包容性极强，也较

为忠实地反映了当时戏曲与曲艺演出的整体情

况。

车王府曲本多为演出本，或用于王府内的

家班演出。车王府位于安定门内宝钞胡同，即

今日的那王府。据杨乃济先生推测，车王府的

始建期应在车登巴咱尔的祖父拉旺多尔济时

期。[18] ( P10 9)王府院内还存有一座戏台，与恭王

府、庆王府内豪华的戏楼不同，那王府内的戏台

属于较为灵活的类型，《清代宫廷演剧史》以那

王府为例说明这类戏台的格局：“大多数王府

没有专用戏楼或戏台，而是以平时作殿堂、演戏

时改为戏台的方法较为普遍。一般王府宅第都

有左右跨院，其中前后排列三层或五层殿堂或

厅馆，又有穿廊、巡廊连接各堂馆。以北京鼓楼

东宝钞胡同那王府为例，府中西跨院为演戏场

所，院中南北殿堂相对，庭院中有罩棚。南房前

檐即为前台，后部作为后台；北正殿前檐拆下，

堂内设方桌；每桌设椅六把，为王府女眷所坐。

廊上廊下，左右各摆三张方桌，每桌亦设六把座

椅。台前庭院中也如此，设方桌六面，各设椅六把，

中间部分则排列长凳，是为观剧场所。”[19](P296-297)

完善精巧的戏台，卷帙浩繁的曲本，王府中的曲

声乐调似依稀可闻。

要之，车王世系常年入宫听戏，对宫廷演剧

十分熟悉，其收藏曲本、组织演出，使王府成为

推动戏曲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车王府曲本的

收藏一方面受到宫廷演剧的影响，一方面映照

出民间演剧的历史，为研究宫廷与民间戏曲的

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宫廷与民间演剧互动影响
的传播路径

孔德学校购得的车王府曲本分批交与北京

大学图书馆与首都图书馆收藏，中山大学图书

馆亦藏有抄制的副本。现存一千六百余种曲本

中，有戏曲八百余种。在讨论车王府曲本的来源

时，康宝成指出：“以王府的地位，不排除部分

剧目抄自宫廷（昇平署）戏本的可能。同时，也

有可能就是当时‘王府班’的上演剧目或提供给

‘王府班’演出用的本子。无论如何，这批抄本

比纯粹使用于宫廷演出的昇平署剧目更接近平

民，因而也更能反映北京剧坛的面貌。”①将车

①康宝成．晚清北京剧坛的昆乱消长与昆乱交融——以车王府曲本为中心，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暨京剧学学科建

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2005。

王府曲本与清宫藏戏本相比较，可以发现相当

多的剧目在曲词、宾白、科介等方面基本一致，

或同源共流，或互相借鉴，体现出宫廷与民间演

剧之间的互动影响。清宫藏戏本与车王府曲本

之间重合的剧目相当之多，考虑到宗室亲藩参

与的宫廷演剧多为仪典场合，因此本文将目光

集中于相关的节庆戏与吉祥戏。经过比较可以

发现，宫廷与民间演剧的相互影响存在着两种

不同的传播路径。

其一为自传奇杂剧中析出，经内府改编，

又传入民间的节庆戏，如《如愿迎新》《五代登

荣》等。《如愿迎新》为除夕承应，事本《搜神

记》。剧演除夕日，如愿受福德星君之邀出游，

讲述其嫁与商贾欧生使之大富，因小过被欧生

逼打后隐身不出的前事，弹琵琶并祝人人如愿。

故宫现存有《如愿迎新》总本、曲谱、题纲等多

种版本，另有《人如愿》题纲一本，共八出，惜

无全本。清初杂剧《求如愿》亦演述相同故事，

《曲海总目提要》著录，《如愿迎新》或为由此

剧析出的单折。

《如 愿 迎 新》在 清 宫 演出频 繁，不 仅于

除夕当日，将近年关之际亦可上演，有时还与

《瞎子拜年》连演。据昇平署档案载，道光八年

（1828）十二月三十日，养心殿酒宴承应《瞎子

拜年》《如愿迎新》，酉初开戏，酉初三刻十分

戏毕。这一天道光帝还有谕旨：“祥庆传旨，《如

愿迎新》唱全的，不用忙。钦此。”[17](P1450)值得

注意的是剧末如愿祈祷的“五愿”：“第一来，

皇朝祝万年。第二来，愿宫禁四时增福戬。第

三来，清宴山川。第四来，和风甘雨民安善。第

五来，万国九州天，多生辅世英贤。今日奴家学

负暄，葵心呈上圣人前。”在辞旧迎新的时刻，

“五愿”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色彩，同时也蕴含

着皇家生活特性，这五个层面的心愿，实际上是

在为皇帝代言，可见在由杂剧改编为月令承应戏

时经过了一定的加工润色，以符合宫廷演剧的

主题和视角。

车王府本《如愿迎新》曲词与清宫本基本

一致，唯剧首多一句宾白“除夕共迎新，迎新贺

早春。早春增百福，百福喜骈臻”，另科介较清

宫本简略，具有内府文化特性的“五愿”则完

全相同。从流传脉络上看，清宫演出的《如愿迎

新》作为单折节令戏又流传到民间，其中的宫廷

风格也被保留。

傅惜华谈及《如愿迎新》时说：“综观全

剧，排场歌曲，系袭自《青冢记》传奇《昭君出

塞》出而来。其中穿插，尚为可观。但【山坡羊】

属商调过曲，音节悲伤怨慕，实不宜用于此类祝

福之承应戏，殊为悖律!”[20](P143)有趣的是，咸丰

五年（1855）十二月三十，养心殿酒宴承应曾连

演《如愿迎新》《昭君》。而傅先生的疑问恰恰

指出了本剧的特色所在，《如愿迎新》较一般的

节令戏，除美好寓意外，并非一味追求颂圣题旨

与大型排场，情感基调上更添一分婉转含蓄，

也更具艺术性和观赏性。因此也不难理解这一

出清宫月令承应戏为何会流传到宫外，在脱离

宫廷原有的特殊语境后，同样契合民间堂会的

演出场合与审美趣味。

类似的还有庆寿戏《五代登荣》，剧演徐

彦能九十大寿，五世荣显，获御赐五色灵芝故

事。该剧出自清朱佐朝《五代荣》传奇第二十七

出，《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收录，为程砚秋玉霜

簃旧藏抄本。车王府藏曲本中有《五代恩荣全

贯串》，名称上易“登荣”为“恩荣”，但演述故

事相同。详细比较《五代荣》传奇全本、故宫本

《五代登荣》与车王府本《五代恩荣全串贯》，

可以发现故宫本与全本曲词宾白较为接近，车

王府本较另外两本少一支《红绣鞋》曲，曲白亦

略有出入。

除《五代登荣》外，清宫另有《遣仙布福》

一剧，亦包含福星遣张仙将临凡的天贵和天权

星，按世投送澄江徐氏，以应五代登荣之兆的

情节。两剧皆寓意子孙绵延，世代荣显。乾隆

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喜获元孙，五代同堂。

其自命为“五福五代古稀天子”，御制《五福五

代堂记》，还书写“五福五代堂”匾额悬挂于景

福宫、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五代登荣》的

故事或许也受到乾隆帝的青睐，而被编织入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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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承应戏《九九大庆》之中，作为对宗室延续的

美好祝愿，常在庆寿的场合上演出。中国国家

图书馆收藏的《九九大庆》善本将《五代登荣》

《遣仙布福》均标注为“为亲王寿”[6](P427-428)。

由此看来车王府本的《五代恩荣全贯串》很有

可能是通过亲王祝寿的演出，继而流传到宫外

的代表剧目。

另一种路径是由民间传入宫中，以吉祥戏

《富贵长春》《财源辐辏》《天官赐福》等为代

表，这类戏目通常在民间堂会演出时作为开场

戏，又称为“饶头戏”。车王府藏曲本有《富贵

长春总讲》，故宫藏有《富贵长春》总本、曲谱

等，二者曲词宾白大体一致，人物角色设置略有

差别。车王府本开场为“四云童、四值殿、四小

太监、二掌扇引天官上，唱【点绛唇】”，故宫本

为“四值殿、四太监、四童儿、天官上，唱【点绛

唇】”。二者均有念白“小仙等在蓬莱顶上，摘

取四季鲜花，献瑞庭前，以为富贵长春之兆”，

车王府本在此段念白前的提示为“十二月花神

与大花神上，八仙亦可以，随便”，故宫本仅为

“上八仙唱”。

从演出时间上看，据南府昇平署档案，《富

贵长春》曾在咸丰十年（1860）六月二十六日同

乐园、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十六日福寿园、

五月十五日烟波致爽等开场承应，咸丰十年以

前暂未查到此剧的演出记录，这一剧目当是较

晚传入宫中的。

从演剧人员上看，《富贵长春》的演出或与

咸丰十年挑选民间艺人入宫承应有关。自道光

七年南府改昇平署，遣散外学伶人，三十余年

里未有民籍伶人承应，宫廷演剧与民间相对隔

绝，直至咸丰十年三月再次挑选民籍艺人改变

了这一情形。据咸丰十年《恩赏日记档》载，三

月二十一日，内务府交进外边各班伶人二十九

名，挑得包括小生陈金雀、武生陆双玉、小旦张

云亭等在内的二十名，下剩九名驳回。数日后，

又挑得四喜班、三庆班、怡德堂、景福堂等民间

班社的伶人十二人奏请增补。[21](P9157-9160)闰三月

一日起，外班艺人便开始到御前承应戏了。同

年，昇平署又陆续挑进数批民间伶人。民间戏

班艺人入宫承应为宫廷演剧注入新鲜的血液，

也带来了新的剧目，《富贵长春》很可能是其中

之一。

从曲词宾白上看，剧中的祝语“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儿孙代代列朝纲”“簪缨门笏恩波

广，佐皇家，爵位昂，福寿长”等，其视角立足于

“家”，而非宫廷演剧中的“大清”“天下”，且

无宫廷戏曲中普遍存在的“恭逢”“恭祝圣主”

等标志性颂词。因此《富贵长春》很有可能是咸

丰十年以后，借由外间艺人的入宫而从民间传

入宫中的剧目。

《财源辐辏》演五天官、招财、利市、五路

财神等下凡，将财源献与福主。车王府藏曲本

有《财源辐辏总讲》，故宫藏《财源辐辏》总本

与角本。《财源辐辏》角本包括“金神”、“时

运”各一本，“五路财神”五本。角本又称“单

头本”，只收录某一角色的唱词念白，用于伶人

排演。笔者在昇平署档案中暂未查到《财源辐

辏》演出记录，但车王府本与故宫本曲词念白

基本相同，加之《财源辐辏》曾进行过排演，因此

《财源辐辏》或许也是由民间传入宫中的本子。

《天官赐福》的情况较为复杂，车王府藏

曲本有《天官赐福全串贯》，故宫则藏有《天

官赐福》与《天官祝福》两种戏目，名称上一为

“赐”，一为“祝”，但情节内容完全不同。其中

《天官赐福》与车王府本《天官赐福全串贯》曲

词念白较为一致，剧中以天官及南极老人、五谷

牛郎、天孙织女、送子张仙、增福财神为主要角

色。《天官祝福》的出场人物则为天官、地官、

水官及奏书、博士、蚕室、力士、句芒神、雷电风

雨神等。不同于《天官赐福》，《天官祝福》一

剧中有“方今天子治化休明和畅”“方今皇太后

治化休明和畅”等颂词，符合宫廷承应的语言

习惯。

翻 阅 南府昇 平 署档 案，可以发 现《天 官

祝福》是清宫中的常演剧目，以嘉庆二十四年

（1819）为例，正月初四日在奉三无私、四月十八

日在广育宫、十月初一日在养心殿、十月初八日

在恒春堂都曾承应《天官祝福》，此后的道光

年间依然频繁演出此剧。而档案中《天官赐福》

的出现是源于咸丰二年（1852）的一道旨意。据

咸丰二年《日记档》载：“十二月初八日，朱笔改

准本学太监张住今改张福。奉总台谕，将《祝

福呈祥》改《赐福呈祥》，《天官祝福》改《天官

赐福》，《寿祝万年》改《寿比万年》，《长生祝

寿》改《长生介寿》，《射红灯》内祝龙、祝虎、

祝彪、改念杜龙、杜虎、杜彪，曲子白话内有祝

家庄字样改杜家庄字样。”[22](P6912-6913)咸丰帝名

奕詝，为避讳，不论是剧名、人名还是地名，凡

涉及到“祝”音字都被要求更改替换。从咸丰三

年（1853）的《日记档》来看，这道谕旨被严格

地执行，仅存《天官赐福》的记载。经过这次改

动，已很难再分辨承应的究竟是《天官祝福》

还是《天官赐福》，但能够明确的是，咸丰二年

时只有《天官祝福》，而并无《天官赐福》这出

戏，否则如此改动必然要面临二者混淆的问题。

由此可以推测，与车王府本《天官赐福全串贯》

相近的《天官赐福》一剧应至少是在咸丰以后

才传入宫中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剧名相近，

《天官祝福》与《天官赐福》常被误认为同一

个剧目，与学者提出的民间用“赐”字、宫中用

“祝”字以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同，由

“祝”改“赐”正源于皇帝本人的旨意。

《天官赐福》与《富贵长春》《财源辐辏》

是清代民间堂会戏园常演的几种开场戏，这种

以神仙赐福为核心的演出形式与宫廷仪典演剧

十分相近，同样以喜庆热闹为宗旨，符合宫廷演

剧的情境。看惯了宫廷承应戏的帝后乐于观赏

民间流行的新戏，随着民间艺人再度入宫承应，

不仅乱弹戏大量涌入宫廷，通常较为固定的开

团场吉祥戏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更新。

通过 对车王府曲本与清宫戏本的对比考

察，可以发现两种传播路径的并存，这两种路径

印证了宫廷与民间演剧的相互影响，也说明了

清代戏曲发展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清代宗亲以

各种形式参与宫廷戏曲观演，宫禁中的艺术有

机会借助宗室亲藩跨越宫墙，演绎于王府堂会

与梨园戏馆；另一方面，民间艺人走入宫廷，丰

富了宫廷承应剧目，回到民间班社后又将内府

演剧传播到民间，有力推动了宫廷与民间戏曲

文化的交流。当然，二者之间的影响是复杂且

深远的，本文仅以与内廷仪典紧密相关的节庆

戏与吉祥戏为剖面，诸如宫廷大戏与乱弹戏等

其他类型的剧目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四、结语

宫廷戏曲曾被认为始终深藏于内府：“此种

承应戏，多出于翰苑词臣之手。演时则由昇平暑

内学承应御前，然外学伶工甚罕爨习，盖民间梨

园亦绝禁演唱也。”[20](P138)然而，考察车王府曲

本与清宫戏本即可发现，宫廷与民间演剧并非

完全隔绝。就节庆戏与吉祥戏来说，存在着双

向互动的传播路径。宗室亲藩以观看者、创作

者、组织者、扮演者等多重身份参与其中，不仅

活跃于台前与幕后，更出入于宫廷筵宴与梨园

戏馆，为宫廷与民间戏曲的相互交融架起了一座

桥梁。

从宫廷、王府到民间，同样的戏目在不同的

场合上演，尽管观看者的身份不同，但基于相同

的节令与民俗、一致的情感与趣味，在彼此的交

融互动中共同造就了清代戏曲艺术的繁荣。由

此，也从侧面说明了戏曲承载着不同群体共同

的文化情感，凝聚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对于

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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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watching the opera performance at the Palace Banquet, the royal clan in the Qing 
Dynasty also participated in many links, such a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palace opera, the management of 
the performing agency, the performance at temples and so on.The royal clan collected operas scripts, ran 
family classes, and even performed on the stage, contributed to the interaction of palace and folk opera 
as while. Chedeng Bazaer's family watched opera in the Forbidden City regularly, their huge collection of 
operas scripts not only affected by palace drama, but also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lk drama, provid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on the exchange between palace and folk opera. By comparing the scripts 
between Chewang’s collection and the Qing Palace's collection, it presented a two-way communication path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alace and folk drama.The empire, royal clan and public share the similar custom, 
sentiment and taste. The interaction and combination between palace, royal clan and folk opera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Keywords: palace opera; royal clan; folk opera; Chedeng Bazaer; the opera script collection of Chedeng 
Bazaer’s c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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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屏金鹧鸪”与“弦上黄莺语”新解*

——《花间集》温、韦词风的叙事学分析

符继成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近年兴起的“诗歌叙事学”主张将叙事学的方法全面应用于抒情性文本的研究，这为我

们鉴赏与批评以抒情为主的中国古典诗词提供了新的路径。《花间集》作为唐五代经典词集，在

此类研究中具有典范意义，而温庭筠与韦庄又可为《花间集》词人的代表。温、韦的词风特点被

王国维分别喻为“画屏金鹧鸪”和“弦上黄莺语”，意为一者华美如画但不够鲜活，一者自然流

丽如弦上莺啼。用叙事学理论分析两人的代表作《菩萨蛮》词，可知其词风差异的原因在于：温

词的文本构成方式以隐喻为主，首与首、句与句以及句子成分之间往往具有相似性，通过各种

精美意象努力拓展想象的空间，具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色彩；韦词则多用转喻，真挚自然地进

行叙述与抒情，类似叙事文本中的现实主义作品。温词的抒情主体多处于文本所构建的情境之

外，多采用非聚焦或外聚焦视角；韦词的抒情主体都在文本情境之内，具有较强的“自我自反

性”，多采用内聚集视角。温词“错时”现象较为明显，叙述的速度较慢，地理空间深隐狭小，意

象空间密集并置；韦词以顺叙为主，叙述的速度较快，地理空间明朗开阔，意象空间较少且处于

情感抒写进程之中。这些因素导致了温词如“画屏金鹧鸪”、韦词如“弦上黄莺语”的美学效果。

[关键词]  花间集    温庭筠    韦庄    词风    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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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屏金鹧鸪”与“弦上黄莺语”新解

西方叙事学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

以来，不仅对小说、戏剧等叙事文本的研究起

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流风所及，让以抒情

传统为主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学研究也渐受

重视。进入21世纪后，即便是词这种以传低徊要

眇之情为本色的文体，从叙事角度进行研究的

论文也越来越多。近年来，不仅有学者明确主张

将叙事视角引入词的研究中[1]，而且在跨文类与

跨媒介叙事学研究中，以词为重要研究对象之

一的“诗歌叙事学”亦引起了广泛关注[2-7]。本

文的写作，即为此领域的一个尝试，旨在运用叙

事学方法解析唐五代经典词集——《花间集》

中温庭筠与韦庄两位代表性词人的作品，为探

究其风格成因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温庭筠与韦庄，一为花间主流词风的宗主，

一为“花间别调”的代表，关于他们的比较，历

来论者颇多。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分别

借温、韦词中之名句“画屏金鹧鸪”和“弦上黄

莺语”来形容其词品（即词风特点），堪称精当

的妙喻。所谓“画屏金鹧鸪”和“弦上黄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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